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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２０１５ＭＺＤ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武　力

［关键词］　共同富裕；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脱贫攻坚
［摘　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具有激励作用的范围内，
是全球各国都没有解决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国家为加速工业化而不
断探索能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历史，而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则同时包含着两个目标：一
是现有制度能够保障有足够的积累可以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目标。在发展是硬道理和加快工业化这个大前提下，改革开放之前是在高积累和按劳分配两
个基本政策下，实行高度平均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年里，特别是在

１９９２年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其政策目标是：既要通过保证资本的收益以提高积累和鼓
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增加人民的流动性收入，并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
内需和社会的安定。在进入２１世纪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党和政府将消除贫困、缩
小收入差距和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和均等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标。
［作者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０９）。

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的
收入分配制度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一个
“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变化，即从新民主主义经
济体制下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１９４９—１９５６），通
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
的按劳分配（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又从单一的按劳分配
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和按
要素分配结合。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这个时期，是以社
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建立和实施高积
累政策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为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
阶段，在单一公有制和高积累政策下，实行形式单
一的按劳分配，居民的财富占有高度均等化；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是通过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

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市场
化的同时快速推进，收入分配不仅形式多样化，内
容也变成按要素分配，私人之间的财富占有差距
扩大。２００５年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
府加大了调控初次分配、扩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并
制定了２０２０年“整体脱贫”的目标和具体措施。

一、１９７８年以前的经济体制与收入分配政策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
时，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改革，即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和调整工商业三大
举措，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剥削，限制
了资本主义剥削，大大缩小了旧中国留下的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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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如果从经济结构看，处于领导地位的国营
企业和数量比重都很大的个体经济，基本上都是
按劳分配（农民家庭之间的生产资料占有差距很
小，几乎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城市的私营企业
也开始实行“劳资两利”政策下的“四马分肥”。

但是，１９５０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随后美国派
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以及后来美国通过《美台共同
防御条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等对中
国形成了包围，使得独立后的中国仍然面临着战
争的威胁，国家统一受到阻碍，因此国家安全问题
处于突出位置，而要应对战争威胁和保证国家安
全，就必须加快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１９５２
年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中国工业发展水平
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以直接关系到
国防工业的钢产量来看，虽然当时的钢产量已经
是１９４９年的３倍，但是与当时的美国相比，钢产
总量美国是中国的５７倍，人均钢产量美国是中国
的２２４倍。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曾感慨地说：“现在
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
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
车、一 架 飞 机、一 辆 坦 克、一 辆 拖 拉 机 都 不
能造。”［１］（Ｐ３２９）

因此，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选择了优
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即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
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
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２］（Ｐ３５３）正如经
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
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
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
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
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
还要来欺侮我们的。”［２］（Ｐ７０５）而此后出现的台湾海
峡危机、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
边界武装冲突等，都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处
于突出地位，这也就使得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优
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被过度强调，高积累政策不断
强化。

当１９５２年基本完成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
务，并从１９５３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中国
同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于１９５６年底基本完

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形成
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在收入分
配方面就建立起“按劳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虽然
没有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却保证了
为工业化提供高积累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

（一）为保证贫困条件下的高积累和社会稳
定，中国确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

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二百多年里，中国经济在
整个世界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大
大落后了。于是，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
以后，实现经济赶超就成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
最多、历史最悠久大国的必然目标。

而当１９５２年中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开
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其自身的积累能力
则非常有限。作为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农业
大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能够用于工业
化的剩余非常有限。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
完成后，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
动人口的比例高达８３．５％，而且人均生产资料非
常缺乏。据１９５４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
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０．６头，犁０．５部，
到１９５４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０．９头和０．６部，绝
大多数农户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加上人多地
少，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
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

而在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农村个体经济，不仅
绝大多数发展生产困难，而且会出现贫富分化，正
如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所说：“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
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
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
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
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
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
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
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
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
起来。”［１］（Ｐ４３６－４３７）

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则避免了农村中
出现两极分化和部分人因失去生产资料而陷入极
端贫困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另外，单一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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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划经济，还能够保障在工业化实现前的极低
收入水平下的高积累，１９５６年以后到１９７６年间，
中国的积累率始终在２０％以上，极少数年份甚至
达到３０％以上而没有出现社会动荡，说明了这种
体制具有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的功能，从而
保障了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长期优先发展。

（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计划
供应，使得贫富差距极小

单一公有制和高积累政策下的“按劳分配”，
使得收入分配出现高度平均的特点，其有限的差
距，也主要表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
间。在城市，这种分配制度和政策则是在高度集
中的计划体制下进行的，即中央有关部委不仅严
格规定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工资等级和总额、
连奖金、补贴以及福利性收入也严格控制，国家机
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收
入，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体系和级别
中。当然，还有大量根据国家严格规定的隐性收
入和福利，例如，低廉的房租、公费医疗、教育等。

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几乎清一色的农
民个体经济，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
也基本实现了按劳分配。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按
劳分配，国家也有严格统一的规定，例如，规定农
民的口粮标准、牲畜用粮标准、种子留粮标准等，
只不过口粮按人口分配、现金按“工分”分配，由于
口粮在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中占主要部
分，因此，农民的收入分配更具有平均主义的色
彩。国家不仅对农业生产剩余通过统购统销提
取，还严格限制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这一历史时期，中
国既是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
也是一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的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也在不同
的阶段差异很大。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的７年里，我国
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而１９５７年以后，随
着人口的增加和持续的过高积累政策，居民的收
入增长极为缓慢，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都很低，即使
城市中的高收入阶层，在计划供应和票证制度下，
也往往是“持币待购”，消费需求难以满足。在此
期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始终高居不下。根

据历年统计年鉴计算，改革前，我国城镇居民历年
的恩格尔系数始终在５５％之上，而农村居民的恩
格尔系数则始终高达６５％以上。从恩格尔系数
可以看出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里需
要说明的是，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很高，其中，
住房、医药和教育的费用低，在消费支出中占较小
比例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农村居民则不享受国
家提供的这些优惠，农村居民在这三方面所占的
费用很少。首先是因为在农村住房费用要比城市
低，其次，农民为节省费用选择较差的居住环境，
再次，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农民也只能选择较低的
消费水平或者不消费，当时看不起病的农民大有
人在，同时在农村教育水平也很低，失学率很高。
不过，当时在农村还实行过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
度以及“五保户”制度，但保障水平比较低，降低了
农民的一部分费用。当然，当时国家对教育的收
费也比较低。

二、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鼓励勤劳致富的分配政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过程
中，就经济领域来看，重点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
后期出现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潮，为“按劳分
配”正名，并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的计件
工资和奖金制度。与此同时，在提高农产品收购
价格的同时，在城市也进行了１９６２年以来的第一
次普涨工资。更为重要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农村家庭经营和城镇
个体经济的收入分配不仅使得全社会的居民收入
增加，甚至缩小了工农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仍
然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非公经济主要还
是被称为“光彩事业”的个体经济。但是，从经济
运行机制来看，市场机制已经作为计划经济的补
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长期经济“紧运行”
形成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短缺，又为市场机制发
挥作用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特别是原来处于收
入底层的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率先利用“放
权让利”的政策和“短缺经济”环境，从事家庭经营
和“搞活经济”，使收入大增，一时间在知识分子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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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
如拿剃头刀的”抱怨。

在这个阶段，首先是党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
和政策开始突破过去２０多年一直实行的平均主
义束缚。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
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
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
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
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
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
较快地富裕起来。”［３］（Ｐ１５２）

在“开放搞活”和“放权让利”的政策下，农村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
以及“包”字进城后企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
改变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人民群众致
富的积极性。“脱贫致富”成为整个８０年代经济
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在这个阶段，党和政府在改革分配制度的同
时，还针对长期形成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失调、轻重
工业严重失衡状态，对经济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
整，即由过去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
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并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整
个８０年代，出于补偿前３０年高积累下人民生活
水平改善不多的“欠账”，轻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改变轻重工
业失衡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的消费品短缺所形
成的巨大需求也成为轻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间，不仅农业生产上了一个大
台阶，甚至在１９８５年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轻
工业也是持续高速发展，这几年轻工业的发展速
度都超过重工业。整个８０年代，是人们生活水平
整体大幅度提高，城乡之间、城市阶层之间收入差
距缩小的“帕累托最优”改进阶段。

三、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要素主导分配格局的形成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的２０年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

增长时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１２年，是新
中国６０多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提高最快的时期。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收入分配领域
最大的变化有二：一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流动性
增加；二是要素参与分配，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大
幅度增加。其基础当然是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的
变化。

１９９２年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进一步扩大
开放以后，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本参与
分配的比重不断提高并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居民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
成和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显示出它
在工薪收入中的决定性作用，高素质劳动力和管
理层的供不应求，也导致了雇佣劳动者之间工资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原来由国家统一
制定和管理的各个行业的工资标准，也在深化国
企改革中被打破，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工资与普通
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差距也在拉大。此外，

１９９７年以后买方市场出现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速
大大放缓，而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减员增
效”改革，又使得部分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因此，

１９９７年以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为明显。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１９８８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
基尼系数为０．３４１，１９９０年为０．３４３，１９９５年为０．
３８９，１９９９年为０．３９７，２０００年为０．４１７，２００８年达到

０．４９１，此后逐渐回落，到２０１２年为０．４７４。
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和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
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资本在新增财富分配方面的
主导地位日益强化，而工薪收入所占比重则呈现
下降趋势，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
趋势，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２０００年以来，一直
在０．４６以上徘徊，最高的年份为２００８年，曾经达
到０．４９１，之后虽逐步回落，２０１６ 年仍然 为

０．４６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少数
国家之一。［４］因工薪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
和资本在按要素分配中占比过高所导致的居民之
间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并导致阶
层分化，更为严重的是抑制了内需扩大和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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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升，从而抑制了社会创新的活力。从经济发
展的层面上来看，这种少数人财富积累过快的情
况，固然有利于投资增加和资本形成，在短期内可
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这同时也将导致需求不足，
进而导致新增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能力过剩，因此
一旦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国外需求不足时，就出现
所谓的“产能过剩”，从而迫使国民经济转入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特点的调整。

在这个时期，从微观经济方面来看，企业职工
的工资和待遇被压的很低，尤其是那些刚从农村
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所谓的“富士康现象”和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民工荒”即反映了这个问题。这个时期
企业的发展和盈利主要不是依靠提高收入来调动
在职员工的积极性，而是依靠减员增效、降低成本
来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职工的流动性大大增
加，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工资被压
的很低，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对外贸易额的大幅度
提升，主要得益于劳动力的低价。从宏观经济方
面来看，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和出口因加入 ＷＴＯ
后迅猛增长，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以“铁公基”（即铁路、公路、
基本设施）投资带动的工业发展再次呈现出“重
化”倾向，这种生产资料内部的循环和中国成为
“世界制造工厂”，显然不利于农民和工薪阶层收
入的提高，工薪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
持续降低。尽管从２００５年起政府加大了二次分
配的力度，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
的财政政策，更加强调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但
是，收入分配机制市场化、资本主导分配的基本格
局并没有改变。

四、十八大以来消灭贫困和
缩小收入差距的举措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是居民收入
差距扩大的格局，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指出：“共同
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

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５］（Ｐ１４）为
此，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
要求在收入分配方面“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
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
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
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
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
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
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
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
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５］（Ｐ３３）

自党的十八大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
决策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缩小
收入和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在
经济新常态下加以贯彻落实。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慰问河
北省阜平县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６］开启了十八大以来
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攻坚战。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
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７］

２０１６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２０１６年
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
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７亿
多人口摆脱贫困，１３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
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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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成
就感和获得感。”［８］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具体目标要求。规划贯彻以人民为本的原则和
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不仅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
的良好势头，而且要解决长期以来由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所积累的民生、生态、社会等问
题。因此，规划中专门列出“全力实施脱贫攻坚”
一篇，以确保５　５７５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并
对民生保障、教育和健康、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和民主法治建设等篇都提出了更为具体的
要求，以真正实现全面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脱贫攻
坚战全面打响。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国务院发布实施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要确保农村贫困
人口同步进入全面小康。规划中提出：要建立健
全产业到户到人的精准扶持机制，加大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做好
贫困地区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保障，加大
财政、投资、金融、土地等政策扶持，创新政府购买
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企业和社会组织帮扶等机
制，形成推动脱贫奔小康的合力。２０１６年，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１　２４０万人，２４９万人易地扶贫
搬迁建设任务如期完成；２０１７年计划使农村贫困
人口再减少１　０００万人以上，完成３４０万人易地
扶贫搬迁建设任务。［９］

五、历史启示

回顾新中国６０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
产党始终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目标。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展国营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
目标是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实现经济快速
发展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则是在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共同
富裕。虽然环境和条件变了，方法和体制变了，但
是目标始终没有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打破了
“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束缚，充分调动了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开发利用了人力

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在不到４０年的时间里创造
出惊人的财富。但是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必然
导致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的悬殊，关键是如
何将其限制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
来出现的居民之间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扩大，
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市场机制虽
然具有扩大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本质，但是，市
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监管不力，则将这种
差距扩大到不合理的程度，应该说这是继续深化
改革的问题；还有就是发展中的问题，例如，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时间阶段上
看，也是利弊得失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遍
贫困、温饱是主要问题时，为“搞活经济”和打破
平均主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不仅
促进了改革开放，也提升了全体居民生活水平；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为建立市场经济和加快经济
发展，对于稀缺的资本和人群给予较高的收入
回报，也是合理的；但当市场经济确立、买方市
场形成和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政府对于
资本主导收入分配的问题就应该加以控制和限
制，并通过二次分配加以调节，这项工作虽然自

２００４年以后因“三农”问题严重而开始进行，但
是总的来说力度不够，具体的方法和步骤还在
探索中，确定２０２０年消灭贫困和实行“精准扶
贫”就是十八大以来的探索成果；同样，对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实行社会政策“兜
底”也是消灭城市贫困的有效办法。

总之，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至今
全世界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而对于中国来说，
还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中国是一个
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尚未完成，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
然是最重要的目标。实践已经证明，在现有的生
产力水平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能够实
现按劳分配，但却不能够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实现
富裕，中国要发展并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必须利用市场机制，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可以跨过，但是市场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却不能
迈过，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经阶
段。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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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而这也是需要我
们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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